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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实用主义社会科学
到中国特色社会科学∗

———哲学和方法论基础探究

赵鼎新

提要：本文首先讨论了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在美国的兴起、发展以及这一
体系的长处和弱点。 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建立新的社会科学范式的关键在
于本体创新，而不仅仅在于问题意识、概念和方法的创新。 本文随后提出了
一个高质量的社会科学范式需要遵从的四个方法论条件：（１）该范式的本体
命题能被定义为互相独立的理想形态，并且每一命题都具有很强的经验上的
不证自明性；（２）任何其他相关命题都是该范式本体命题的推论或组合，即
范式具有完备性；（３）其他范式很容易被吸纳为该范式的一部分，即范式具
有包容性；（４）该范式中的每一本体命题都应当指向一些重要的社会机制，
即与社会机制有直接的连接。 本文最后讨论了道家时间观对于创建中国特
色的社会科学范式体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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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在“文革”期间曾在西北的一个工厂工作了八年，在二十世纪

七八十年代读了一些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并且在进入社会学领域

前有多年的自然科学学习和研究经历。 可以说在从事社会学研究前，
我就已经形成了一套看问题的方法。 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后，我看问题

的方法发生了变化，同时也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视角有了很大的区

别，并给我带来了困惑。 比如，在教育社会学领域，大量美国学者的研

究致力于通过精细的实验设计和复杂的统计来考察不同教育手段对中

小学教育质量的影响（即所谓的事前测验和事后测验对照）。 但是稍

微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并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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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教育手段，而在于穷人集中的街区的学校没钱请好老师，而联邦政府

和州政府又不能或者说不愿出钱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社会学这种研究

方法及其相应的结论和具体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之间的严重脱节使我对

美国社会科学的现状很不满，并促使我多年来一直努力试图建立一套

能融合中国智慧和西方学术的社会科学方法和范式。 我不敢说我的努

力是否成功，但是多年的思考的确给了我一些心得。 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

出了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这一观点

（习近平，２０１６），该讲话在社会学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引发了广泛的

讨论（李培林，２０１６；李友梅，２０１６；宋林飞，２０１６；边燕杰，２０１７；王宁，
２０１７）。 值此机会，笔者想把自己多年来有关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科

学范式体系的思考总结一下，抛砖引玉，供大家讨论和批评。
本文的论证分两部分。 要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范式

体系，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目前主宰全球的具有美国特色的实用

主义（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社会科学是怎么形成的，以及这一范式的特色、要素

和弱点是什么。 随后，笔者将根据自己的心得，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
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范式体系应当从何处入手，需要注

意哪些方面。
笔者对社会学的文献较为熟悉，本文的大多数例子来自笔者对美

国和西方社会学发展的观察，但是本文讨论的问题同样也适用于受实

用主义哲学影响较深的其他社会科学基础性学科，比如政治学和历史

学。 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学问并不见得就是好学问，而没

有中国特色的学问也不见得就没有意义，但是，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

学在经验研究上更容易与现实脱节。 它既不可能为世界的思想和理论

体系作出贡献，也不可能为中国在世界上争得话语权。 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范式极其重要。

二、实用主义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

西方主要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都带有自身的特点，构成了不

同的范式。 虽然可以举出大量的反例，但我们一般会同意近代的法国

知识分子比较浪漫和极端，德国知识分子重思辨和推理，英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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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有现实感和重归纳，而主宰当下世界范围内社会科学范式体系的

则是美国的实用主义社会科学。 笔者尚未见到分析实用主义社会科学

在美国兴起、在世界占据主宰地位背后之原因的很好的研究成果。 以

下是笔者这方面思考的一个扼要总结。
从 １９ 世纪后半叶到 ２０ 世纪初，几千万欧洲人移民美国。 这些移

民给工业革命时期的美国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各

种新的“问题”，包括当时欧洲盛行的各式各样的阶级运动和“主义”。
美国建国时代的精英是英国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产物，美国的政治

制度设计也反映了这一点。 到了 １９ 世纪后半叶，美国建国时代结晶的

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精英共识。 对于这些精英来说，从欧洲传

来的阶级政治以及各种“主义”是一个需要面对的新问题，而 １９ 世纪

末出现的实用主义就是美国本土精英在哲学层面上的一个应对。 实用

主义思想本身就十分驳杂，而且自其形成至今已有了许多不同的发展，
因此不可能在三言两语之间就作出很好的总结。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
实用主义不讲主义，只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它重经验事实、归纳（以
及归纳的方法）和即时效果，轻理论、演绎和长远后果。 实用主义重经

验的倾向使得它与经验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是与实用主义相比，
经验主义并不排斥宏观理论，也不太注重知识的即时效果。 而对于实用

主义者来说，理论和概念的价值则取决于它们是否能产生即时的应用效

果。 可以说，实用主义是一个弱化本体承诺（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和
强化科学认识论（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的哲学体系。

美国是有了实用主义哲学本体之后才逐渐产生属于自己的社会科

学范式的。 在社会学领域，在实用主义哲学的主导下，欧洲移民带到新

大陆的阶级政治和族群矛盾被问题化为不同人群居住地域空间不同而

带来的城市生态问题（芝加哥城市研究） （如 Ｐａｒｋ， １９２８；Ｐａｒｋ ｅｔ ａｌ． ，
１９２５），以及不同个体在互动中的交流障碍或者错误信息被不断强化而

带来的冲突的问题（符号互动理论）（如 Ｂｌｕｍｅｒ， １９４６； Ｇａｒｆｉｎｋｅｌ， １９６７；
Ｔｕｒｎｅｒ ＆ Ｓｕｒａｃｅ， １９５６）。 这就是芝加哥社会学学派思想的精髓。 在实

用主义哲学的引导下，美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逐渐被引向旨在寻找因果

关系内在机制的“中层理论”（ｍｉｄｄｌｅ ｒａｎ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Ｍｅｒｔｏｎ， １９６７）。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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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本文中，机制指的是可以被观察到的或者是可以通过推理得出的一组因果关系。 例如

供需和价格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构成了价格机制（ｐｒｉ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战前，西欧各国国内阶级和民族矛盾深重，国际关系也十分紧张，各种

看上去是救世良方的“主义”因此得以盛行。 不讲主义、只研究问题的

实用主义社会科学的影响仅仅限于美国国内。 二战后，随着欧洲阶级

政治逐渐式微和政党去意识形态化（赵鼎新，２０１７），美式的实用主义

社会科学逐渐在欧洲和全世界扩展，于是一个地方性知识 （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就成了全球性的霸权知识体系。

需要说明的是，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并不是西方世界惟一的社会科

学范式体系。 解读和解构传统在人类学中有很大影响。 注重宏观结构

和历史背景的现实主义在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占有主流地位。① 功能主

义曾经在美国占据很大的市场，最终被以实用主义为内核的“中层理

论”取代。 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美国社会学主流杂志，如《美国社会

学评论》 （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和 《社会力量》 （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仍然有推广和批判辩证法在社会学领域运用的文章（如 Ｂａｌｌ，
１９７９； Ｇｏｕｌｄｎｅｒ， １９７５；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１９７１）。 同样，马克思主义导向的社

会学经典著作在美国也时有出现（如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７４； Ｍｏｏｒｅ， １９６６；
ＯＣｏｎｎｏｒ， １９７３； Ｐａｉｇｅ， １９７５；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 １９７４）。 但是，实用主义社

会学在美国越来越占据主导，并向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扩张也是不争的

事实。
实用主义社会科学有许多值得称道的长处。 第一，它引导习惯于

大而化之看问题的人文社科学者去关注微观和中观层面的社会现象以

及各种机制性规律，关注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第二，它帮助我们发

现和了解了许许多多、方方面面的社会机制，以及这些社会机制在不同

场合下不同的作用方式。 可以说，如果没有实用主义社会科学方法的

发展，今天的社会科学离哲学不会太远。 第三，它迫使我们反思学术概

念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进而认识到从观念出发

来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往往是靠不住的。 第四，由于实用主义社

会科学强调实证和注重寻找在逻辑上具有可靠性的归纳方法，它因此

还大大促进了一整套基于科学认识论的定量方法，比如统计、网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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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的实用主义社会学与英国的现实主义社会学有很大的不同。 现实主义社会学不但

注重社会机制，而且注重某一社会机制在不同宏观结构条件下重要性的变化。 现实主义

者是很注意宏观微观结合的（ｍａｃｒｏ⁃ｍｉｃｒｏ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而实用主义者注重的只有微观。 需

要指出的是，美国学者中注意宏观微观结合的往往都是功能主义者或新功能主义者（如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７）。



析、博弈论、计算机模拟和大数据分析在社会科学中的发展。
面对近代以来各种“主义”对人类思维的轰炸，实用主义社会科学

有着很大的正面意义。 但是，随着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不断增多和研

究方法的分化和发展，每个不同的领域都出现了自己的问题意识，并且

学者们对经验现象之间的细小差别和能精确描述这些差别的方法越来

越感兴趣，实用主义社会科学于是就从弱本体承诺转向了无本体承诺，
实用主义哲学主宰下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弱点也越来越明显。 第一，实
用主义社会科学过于就事论事，笔者先前所举的那个美国中小学教育

质量问题就是一例。 实用主义社会学家往往会从改进教育手段这一层

面来思考这一问题，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问题的根本并

不在于教育手段。 因此，实用主义研究的结论也许很可靠，结论的应用

效果在实验条件下也许也很好，但是对于解决美国贫穷街区中小学教

育质量问题却无济于事。
第二，实用主义强调经验事实和归纳。 在这一哲学导向下，社会科

学知识积累得越来越多，但是知识却变得越来越碎片化。 这一问题的

影响并不只限于社会学。 比如，当前西方的历史学被分割为政治史、经
济史、军事史、思想史、科技史、宗教史、文化史、性别史、法律史、艺术

史、人口史、移民史等等，并且每个领域内部又有很多更细的分割。 历

史学的研究议题在变小，议题覆盖的时间段也在变短。 在这一趋势下，
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不再有全局观，并且因为偏狭地强调自己领域的

特有材料和视角对于理解历史发展的重要性，经常展开瞎子摸象式的

批判和论战。 比如对于经济史专家来说，世界经济发展，乃至于工业资

本主义是否能在某个地区发生，完全取决于该地区的一些经济史专家

关心的指标（如人口、资源、技术、经济发展水平、生活质量）是否已经

达到了一定水平。 笔者对这种看问题的方法在多种场合进行过批评

（赵鼎新，２０１４；Ｚｈａｏ，２０１５），在此不再赘述。 可以说，实用主义社会科

学在积累大量知识的同时也弱化了我们的直觉和智慧，使得我们只见

树木不见森林。
第三，当我们看到某一社会现象时（比如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问

题），我们一般不但会去了解导致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比如有些学校

教师素质很差、教育方法老旧），还会去了解是什么样的宏观结构条件

使得这一原因变得如此重要。 但是实用主义社会学家往往会带着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的心态，把注意力只集中在导致这一社会现象产生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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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原因上，这就使得西方许多领域的社会学理论显得非常肤浅。 比如

在宗教社会学领域，社会学家往往会从民众对于宗教的需求（Ｇｌｏｃｋ，
１９６４； Ｌｏｆｌａｎｄ ＆ Ｓｔａｒｋ， １９６５）、人际网络（Ｓｍｉｌｄｅ， ２００５； Ｓｎｏｗ ｅｔ ａｌ． ，
１９８０）、理性选择以及某个宗教的组织和制度特性来分析宗教势力的

消长（Ｓｔａｒｋ ＆ Ｆｉｎｋｅ， ２０００； Ｆｉｎｋｅ ＆ Ｓｔａｒｋ， ２００５； Ｋｅｌｌｅｙ， １９７２）。 殊不

知，导致任何一个宗教势力消长的最重要的原因往往不是与该宗教本

身有关的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Ｓｕｎ， ２０１７）。 再比如，西方的社

会运动研究者往往会从一个社会运动组织所掌握的资源、组织能力和

社会网络、话语策略的有效性、是否存在政治机会等原因来研究一个社

会运动的成败（赵鼎新，２００６）。 殊不知在逻辑上这些因素充其量只是

没有根基的“中间变量”，因为它们本身都是需要解释的社会现象。
第四，实用主义社会科学追求即时效果，反过来也就缺乏时间性和

历史感，或者说目光短浅。 比如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历史感很强的英国

学派（如 Ｂｕｌｌ， １９７７； Ｂｕｌｌ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０； Ｗｉｇｈｔ， １９９１）长期处于边缘地

位，而所谓的现实主义———即一个一定要把崛起之国想象成潜在敌人，
结果是可以把它国给逼成敌人还说自己预测准确的理论———却能大行

其道。 又比如，在经济发展研究领域，大量学者会把一个国家在经济发

展关键期所具有的一些在国家或者企业层面的制度特征总结成该国经

济成功的关键甚至是普适性的规律（杨宏兴、赵鼎新，２０１３）。 殊不知

这些制度特征有些可能与该国家的经济成功没有关系，而有些制度也

许在今天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到了明天就有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
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有过详细的讨论（赵鼎新，
２０１６ａ），笔者在后文中谈到道家时间性时也会再次加以阐述。

第五，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家注重发展旨在刻画某一因果关系内在

机制的中层理论（如 Ｃｏｌｅｍａｎ， １９９０； Ｅｌｓｔｅｒ，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８； Ｈｅｄｓｔｒｏｍ ＆
Ｓｗｅｄｂｅｒｇ， １９９８； ＭｃＡｄａ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 Ｓｔｉｎｃｈｏｍｂｅ， １９９１）。 但是，笔
者在另外一篇文章（赵鼎新，２０１５）中指出，社会机制和经验现象并不

具有一对一的确定关系，或者说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现象，我们一般都能

找到多个———有些甚至是和经验现象毫无关系的———解释机制。 因

此，实用主义社会科学貌似很科学，但是社会科学家自身的价值观、秉
性甚至狭隘和无知都从后门中走了进来。 比如，市场经济搞得不好，自
由派肯定会去找与垄断和腐败相关的机制，而左派会说这是市场经济

的负面后果。 有一定逻辑能力的学者都能找到有利证据来构建一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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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的论证。
西方的社会科学家并不是不知道实用主义社会科学的弱点。 这就

是解读和解构传统在人类学和定性社会学的研究中一直有很大影响的

原因所在。 也有社会科学家试图建立同时超越解构传统和实用主义社

会科学的理论。 比较瞩目的有阿博特（Ａｂｂｏｔｔ， ２００５）的联系生态理论

和基于巴斯卡尔（Ｂｈａｓｋａｒ，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６， １９９３，２０１２）哲学的批判现实

主义理论。 这些学者都看到了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存在许多问题，但是

他们并没有提出可行的解决途径。
阿博特的联系生态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社会是一个

由许多彼此具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和制约的元件组成的生态系统。 这一

定义的优点在于能启发学者采取关系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历史的而不是单

向因果和静止的方法来看问题。 但是，阿博特理论的核心仅仅是一个

与任何社会情景都没有关系的（ｃｏｎｔｅｘｔ ｆｒｅｅ）本体陈述，或者说是一个

包括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社会学家在内的任何

一个明智的学者都能接受的本体性论点。 早期的实用主义社会学研

究，即芝加哥城市研究和符号互动理论就是从生态的角度来分析社会

问题的。 但是，阿博特并没有像早期芝加哥学派学者那样通过寻找生

态性机制［比如布鲁默（Ｂｌｕｍｅｒ，１９４６）的“闹事”群体形成的循环反应

机制］来分析社会形态，而是提出了一套转喻系统，比如行动者

（ａｃｔｏｒｓ）、位置（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和联系（ 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等等，并试图以此来分析社

会。 阿博特提出这些概念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区分社会现象，而在于对

性质差别巨大的社会现象作不加区分的高度抽象。① 因为这些概念所

对应的社会现象的内在差异很大，它们很难与具体的社会机制有实质

性的联系。 以这些概念为核心所建立的叙事只能流于描述和解读，而
不可能是旨在通过寻找因果关系来解释经验现象之间的差异原因的社

会学分析。 总之，本体论断并不能替代社会学方法，联系生态理论在本

体、认知和方法三个层面并没有打通。 它是一个社会理论，而不是社会

学理论。
阿博特对非历史性的实用主义社会学分析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

同时也想给实用主义社会科学装上一系列具有一定系统意义的软性本

体。 可以说，阿博特的目的旨在改进实用主义社会科学。 而由巴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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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点与布迪厄的“场域”和福柯的“管理性”（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这类概念的性质很相似。



尔创立、受到不少历史社会学家推崇的（如 Ａｒｃｈｅｒ，２０１５； Ｇｏｒｓｋｉ，２０１３；
Ｓｔｅｏｎｍｅｔｚ，１９９８）批判现实主义理论则不同。 它是现实主义对来自实用

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双重挑战的回应。 该理论所涉及的面要广得多，也
要复杂得多。 对该理论进行总结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与本文直接

有关的是，批判现实主义与阿博特的联系生态理论有着同样的问题，具
体说就是该理论也是由若干个本体性命题构成的，并且该理论在本体、
认知和方法三个层面也没有打通。 至少从目前来看，批判现实主义尚

处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或者说它也是一个社会理论，而不是社会科

学理论。

三、社会学范式和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范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国内

学者们分别从中国社会问题导向、中国问题意识、中国方法、中国本土

化概念及本土概念的国际化等方面就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李培林，２０１６；李友梅，２０１６；宋林飞，２０１６；边燕杰，
２０１７；王宁，２０１７）。 但是，从笔者对实用主义社会科学范式在美国的

出现和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历程的分析来看，一个社会科学范式

得以确立的最大关键在于本体创新，而不只是问题意识、概念和方法的

创新。 美国社会学早期的本土问题意识、本土概念和本土方法（比如

芝加哥城市研究和符号互动理论）之所以有生命力，其主要原因并不

在于这些问题意识、概念和方法本身，而在于这些问题意识和方法都是

实用主义社会科学范式在经验层面的自然延伸。 此外，从方法论角度

来说，实用主义社会科学范式还有一个其他许多西方社会科学体系所

没有的特点，那就是它很容易就能把本体性论述转化为机制性论述，从
而打通了本体和认知 ／方法层面的联系。

郑杭生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就从本体立场出发提出了“社会运行理

论”（郑杭生，１９８７，２０１１；郑杭生、李强等，１９９３；郑杭生、杨敏，２０１０）。
这可以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特例。 但是，笔者在后文中会谈到，一个能

在世界上得到广泛承认的社会科学范式必须遵从一些基本的方法论原

则，而“社会运行理论”的本体论断尚不符合这些原则。 建立社会科学

本体论述其实非常容易，你说几句话，并且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或者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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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出发点，那么你这些话就有了本体论述的性质了。 但是，一个高

质量的社会科学范式体系的建立却并不容易。 实用主义社会科学主宰

世界的背后有很多原因，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实用主义社会科学

不但有本体创新，并且还打通了本体性论述与机制性叙事之间的联系。
它与其他西方社会科学体系相比的确有许多优点。 但是，其弱点也需

要更完善的社会科学范式才能加以弥补。
在下文中，笔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入手，提出建立一个高质量的社会

科学范式需要具备的四个基本条件（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并

不满足这四个条件）。 有数学背景的读者可能会看出，笔者建立社会

科学范式体系的思路与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Ｄａｖｉｄ Ｈｉｌｂｅｒｔ，１８６２ －
１９４３）发起的对 ２０ 世纪数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公理化运动的思路

有相似之处。 笔者会在讨论建立社会科学范式时与数学公理系统的建

立进行简单类比。 同时，笔者还会在讨论中对“社会运行理论”的问题

作出扼要点评。
第一，一个社会学范式的本体系统中的命题都应当能被定义为互

相独立（即正交）的韦伯所说的理想形态（ ｉｄｅａｌ⁃ｔｙｐｅ）。 从理想形态出

发来分析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人的行为和动机的驳杂性导致人类所创

造的任何有关社会现象的概念都有很大的不纯性，①使得日常概念的

背后隐藏着许多不同性质的内容，将其用于社会科学分析时常常会带

来很大的误区。②

任何关于社会现象的命题的背后都会有某种意识形态，因此社会

科学中很难提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具有“公理”性质的本体性命题。 但

是这不等于社会科学的本体性命题之间没有客观性大小之分。 一个具

有更大分析力量和生命力的本土命题一般在经验上具有更大的客观

性。 比如，“供需关系决定价格”这个命题提出的背后的确是有其意识

形态立场。 但是我们也必须得承认，“供需关系决定价格”抓住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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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比如，宗教指的是一类追求生命的超越性意义的意识形态。 但是具体的宗教思想五花八

门，与世俗观念有着复杂的关联，并且具体的宗教组织什么样的都有。 历史上有些宗教

组织会做生意，还有的掌握着大量的军队，甚至还控制着大片的领土。 具体的宗教从来

不是一个仅仅追求超越性意义的意识形态，具体的宗教组织也从来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

组织。
比如工人阶级指的是一类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群体，但是这类劳动群体内部的经济地

位和利益差距巨大，而且阶级认同往往只是一个具体工人的多种身份认同中的一种。 因

此，仅用这一概念来理解、分析和预测工人的政治行为势必会带来很大的误区。



“物以稀为贵”的实际需求本质和人类的心理学基础，并且我们在生活

中能看到这一规律无处不在。 它因此能成为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基础，
并且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推动下，在中国也发展成为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基础。 换句话说，对社会学范式的本体系统中命题客观

性的追求还要求我们提出的命题必须与具体的社会行动者，或者直接

可观察到的社会行动者的行为方式有直接的对应，而不是从观念出发

的价值陈述。
用这一标准来衡量的话，“社会运行理论”的本体论论断，即社会

运行可以分为“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就出现了问题。
良性、中性和恶性既不对应于具体的社会行动者，也不对应于任何具体

的社会行动者的行为方式，而仅仅是客观性可大可小的非类别性（ｎｏ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主观评判。① 作为非类别性主观评判，我们也很难把它们定

义为具有客观性的相互正交的理想形态，因此对于经验分析来说意义

也不大。 这里并不是说社会的“运行”没有好坏可言，但是我们对社会

运行的好坏评判很难离开自己的价值观。 传统儒家认为按照三纲五常

运行的社会肯定是个良性运行社会，但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肯定

会把它看作是恶性运行社会（“社会运行理论”的本体论论断也不符合笔

者在下文提出的第三个和第四个原则，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专门分析）。
笔者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大众对于国家绩效的评价和他们

对于国家政权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 （赵鼎新，
２０１６ｂ）。 在同一篇文章中，笔者还指出了政权合法性只能建立在意识

形态、绩效和程序这三个理想类型的基础之上。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合

理的本体系统。 这一本体命题系统具有很强的客观可观察性，因为任

何一个国家政权方方面面的行为，比如宣传、加强政府绩效以及按照各

种政治程序行事的手法都与意识形态、绩效和程序这三个合法性基础

有着很大的关系。 而且，尽管国家政权在建立合法性方面的努力以及

大众对国家合法性的评判方式在经验层面都十分驳杂，这三个合法性

基础还是很容易被定义为完全不同的类别，或者说是相互正交的。 具

体而言，国家在政权合法化上的任何努力或者大众对国家合法性的任

何评判方式都只能是这三个本源性合法性基础的某种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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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良性”、“中性”和“恶性”构成了一个大小顺序，因此不是没有大小顺序的类别性变量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第二，在一个特定的问题域中（比如政权合法性问题），如果任何

其他的有关命题都是某一组最为基本的本体性命题的推论或者组合，
我们可以说该组本体命题是完备的。 一个完备的命题组相当于数学领

域的一个公理系统（ａｘｉｏｍ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一个优质的社会科学范式体系

的本体系统必须具有完备性，就如笔者提出的政权合法性的三个来源。
从这个意义上说，沃勒斯坦（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１９７４）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基本

假设———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不平等经济交换是造成世界各国贫富

差距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就不是一个完备的本体性系统。 因为除了

不平等的经济交换关系外，国家能力和国家政策、领土大小、人口基数

和素质、地缘政治、资源、文化等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的兴衰往往会有更

大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和政治学界盛行的理性选择理论的本体假设也

不具有完备性，因为人除了工具理性外还有价值理性和计算错误，个体

计算和集体决策的机制很不相同，并且人的大多数行动都是理性和情

感综合的结果。
本体性论断不完备的理论都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绝大多数西方社

会科学理论都很片面，片面的理论对社会科学也非常重要。 片面的理

论不但可以用来解释某些简单的社会现象，也可以鼓励我们随着一个

逻辑往下推，做到片面深刻。 虽然片面理论在解释复杂社会现象时会

走入不同的误区，但是通过这些误区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某理论及

其相应的社会机制在社会上的作用和局限。 最后，片面的理论的背后

往往是先前的学者对某些社会倾向的忽视和当前的学者对某些社会面

向的向往与焦虑，它是社会力量和声音的体现。 但是，如果一个片面的

理论成了一个国家的主导性社会科学范式体系，并且指导了该国的政

治活动，这个国家的发展就可能会步入严重误区。 从实践的意义上来

说，社会科学本体论述的完备性也很重要。
第三，社会科学的本体系统是多元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提出不

同的本体性论述。 但是，能作为一个社会科学范式体系的本体系统还

需要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或者说其他本体系统可以被看作是该总体性

范式的一部分。① 不完备的本体系统一般不具有包容性，但是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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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如，巴拿赫空间（Ｂａｎａｃｈ ｓｐａｃｅ）在函数分析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 如果说欧几里

得空间是线性空间的一个子空间的话，包括线性空间在内的大量的数学空间都是巴拿赫

空间的子空间。 巴拿赫（Ｓｔｅｆａｎ Ｂａｎａｃｈ， １８９２ － １９４５）是波兰人，他是现代函数分析的创

始人、２０ 世纪最为重要的几个数学家之一。



本体系统也不见得一定具有很大的包容性。 比如，涂尔干的著述甚多，
但是他的大量工作是建立在人是规范动物、规范性的礼仪是社会活动

最为重要的基础这一本体性假设之上的。 对于社会心理和人类互动方

式这些特定问题域来说，该本体性论断具有很大的公理性和完备性，因
为除了规范和礼仪外，我还想不出另外一个建构人类心态并使得社会活

动得以延续的基础。 涂尔干的本体论断很容易被其他理论所包容，但是

它却很难包容那些旨在解释宏观社会变迁的理论。 这就是涂尔干视角

在笔者的著作中随处可见但笔者的理论却与涂尔干关系不大的原因。
在社会学理论中，迈克尔·曼（Ｍａｎｎ， １９８６， １９９３）的社会变迁理

论不但有比较大的客观性和完备性，还具有很大的包容性。 他的理论

基于如下的本体性论断：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权

力是人类社会权力的四种基本表达形式。 笔者的另外一篇文章（赵鼎

新，２０１５）曾有如下分析：人和猿是很接近。 猿是政治动物和地域动

物，人也是。 有些猿甚至能制造一些简单的工具来帮助自己更好地生

存，这与人的复杂的经济活动并无本质区别。 人与猿的最大区别在于

人有很强的思辨能力，会论证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和自己生命的意义，这
就是说人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动物。 可以说曼的理论的本体是基于人类

的动物特性，因而具有很强的不证自明的客观性。 他的理论是基于人

类所有的动物特性，而不是某一特性，因而有较大的完备性（甚至比韦

伯的理论还完备，因为韦伯忽略了人类的地域性一面）。
曼的理论的本体系统也有很大的包容性。 比如先前讨论过的笔者

提出的政权合法性本体系统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分析政治权力和意

识形态权力关系的理论，或者说曼的本体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还比如

笔者曾经提出如下的本体性理论假设：国家仅有三种理想状态的手段

去驱使民众打仗：强制、给利益或给民众赋予一个意识形态，让他们觉

得是在为自己而战，而每一种手段都会激发不同的社会机制和形塑不

同的国家社会关系（Ｚｈａｏ， ２０１５）。 笔者的这个关于战争手段和国家社

会关系的本体系统也完全可以被看作一个分析政治权力、军事权力和

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的理论，或者说也是曼的本体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第四，社会科学理论与社会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社会科学理论的

本体论述能与相应的一套社会机制相连接，使之成为能用于解释和分

析各种社会现象之间差异的结构性原因的工具，而不仅仅是浮在表面

对社会现象进行标签化解读的转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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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个合理的社会科学范式还必须要在本体性论述与社会机

制之间建立紧密关系。 笔者在前文中谈到阿博特的联系生态理论和巴

斯卡尔的批判现实主义其实都只能算是社会理论而不是社会学理论，
说的就是他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都未能在本体论述和社会机制论述之

间建立紧密的桥梁。 其实，绝大多数著名西方学者的理论，比如卢曼的

系统理论、拉图尔（Ｂｒｕｎｏ Ｌａｔｏｕｒ）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布迪厄的“场域”
等，都没有打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① 也就是说这些理论最多也只能

提供一种新的解读视角，或者说就是利用社会事件可解读方式无穷多

样这一现象学原理在庆祝多样性，而不是试图去解释经验现象之间的

复杂差异背后的原因。
迈克尔·曼的社会变迁理论的本体系统有很大的客观性、完备性

和包容性，因此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理论。 但是在理论与社会机制结合

这一点上，曼的理论还是有很大的欠缺。 曼的理论其实很容易与社会

机制结合，但是他却没有致力于此。 这可能是因为曼过分强调了缝隙

中增长（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②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也可能是因为

英国学者的经验主义倾向使得他们比较不信任演绎得来的知识。 曼的

理论弱点给我提供了机会。 在最近的著作中（Ｚｈａｏ，２０１５），笔者把政

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看作人类竞争的四个理想维度（类似于一个

四维欧几里得空间），然后通过演绎来对每一个维度所隐含的社会学

机制作出解析，或者说通过演绎来确定每一个维度坐标的多重特殊性

质。 以下是连接经济竞争和相关社会机制的两个例子：经济竞争促进

人类社会在组织能力和财富积累能力上的发展，因此，经济竞争在一个

社会中越重要，该社会就越有可能处在积累性发展状态。 经济竞争输

赢准则清晰，而且目的是为了私利。 因此，经济竞争在一个社会中越重

要，以私利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在这个社会中就越会处于强势。 如同笔

者在另外一篇文章（赵鼎新，２０１６ｃ：５１）中指出的，一旦了解了这些社

会机制之后，“如果我们能够找出一定时空下四个社会权力的一个特

殊耦合（即四维空间中的一个特殊位点），我们就能知道什么样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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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见范登伯格（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１９９８）对布迪厄、吉登斯、哈贝马斯和亚历山大的理论所作的

类似的批评。 郑杭生的“社会运行理论”也可以看作一个社会理论，因为他也没有在本

体论述和社会机制论述之间建立桥梁。
缝隙中增长，即认为历史变迁往往是存在于旧有权力结构缝隙中的社会行动者和社会力

量发展的出乎意料的结果。



行动者和什么社会机制会在此时此刻的历史变化中占据主导地位。 比

如，西汉后中国政治行动者和意识形态行动者逐渐合二为一（即儒学

成了统治意识形态，儒士成了统治精英），经济和军事行动者逐渐走向

边缘，这就大大压制了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以及相应的社会行动者和

社会机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为了保证所找到的那个在一定时空下四个社会权力的特殊耦合方

式在经验上比较可靠，或者说为了减小叙事的解读圈 （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笔者还引进了一个源于古希腊哲学的认识论：一个理论的合理

性取决于它能解释或者解读的经验现象的广度（Ｚｈａｏ，２０１５：２４ － ２８）。
因此我在研究中都会问一大堆“为什么”，并试图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来

解答这些问题。 我的这一方法给严肃的批评者增加了难度，因为对采

取这一叙事方法的有效的批评不能只是指出我的叙事中忽略了什么，
或者说对同样的历史现象还有别的解读方式，而是必须提出另外一个

理论。 那个理论不仅得能够解释我所提出的一大堆问题，而且还得能

解释我所“忽视”的那些历史事实和解读方式。 但这一源于古希腊哲

学的认识论的重要性在西方社会科学中长期被忽视，以至于大多数西方

学者都不真正懂得这一认识论原则。① 可以说，在社会学分析中加入这

一认识论原则是笔者试图创建的社会科学范式中的一个重要的本体

承诺。
以上四个原则是有意建立社会科学范式体系的学者都应该注意的

共性。 有必要点明，如果用这四个原则来衡量的话，各种时髦的西方理

论能过关的很少。 但是，即使我们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符合这四个原则

的社会科学范式，如果这范式在本体性假设方面没有突破西方社会科

学的各种本体承诺的话，那它在本质上还只是一个改进版的西方理论。
比如，我在《儒法国家》（Ｚｈａｏ，２０１５）中用了社会权力的四个来源，这是

从曼和韦伯那儿学来的。 我把社会权力的四个来源想象成一个互相正

交的四维欧几里得空间，并对每一个“轴线”的特性进行了演绎，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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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方学者一般会以为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有人用理论（Ａ）来解释

他提出的问题 ａ，其他人就可以提出问题 ｂ，指出我的理论（Ｂ）能同时解释 ａ 和 ｂ。 这样，
随着提出问题的增多，新的理论的解释力度将会不断增大。 这一思维方式会遇到两个问

题。 第一，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很难在几个自然案例中同时找到多个可作比较的问题（原

因和例子请见 Ｚｈａｏ，２０１５：２５ － ２６）。 第二，更重要的是，如果某一个问题在提出时的出发

点就是错的，这就像提衣没有挈领，我们便不可能从这条路走下去，通过提出和解答更多

问题这一方法来找到更好的理论。



从笛卡尔那儿来的灵感。 我反社会科学常规研究而行之，试图在同一

理论框架下对大量的历史现象进行解释，但这只是一个古希腊哲学的

认识论。 我的努力到此为止并没有脱离西方哲学体系。
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范式体系，我们在做到以上四点

的同时还必须在本体论上加入中国元素。 但是，西方哲学涉及的面很

广，给我们留下的空隙并不多，真正做到具有中国元素的本体创新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比如儒学，如果把它的一些本体假设发展成为社

会科学范式的话，我们会发觉它与西方曾经盛行并且饱受批判的结构

功能主义理论较为雷同。 还比如，中国有法家思想，西方有近世发展起

来的现实主义哲学。 因此从儒法哲学入手很难建立中国特色鲜明的社

会科学范式体系。
就笔者多年来的心得来说，面对强大的西方哲学体系，中国哲学也

许有两个可以帮助我们突破的地方：多元折衷的看问题的方法和道家

辩证法。 多元折衷的看问题的方法曾经使我们失去了发展西式的片面

深刻的现代科学的机会，但是在各种片面深刻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主

宰世界的今天，它不失为一种能给我们带来智慧的看问题的方法。 但

是在本文中，我只讨论道家辩证法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

范式的意义。 对于本文来说，道家辩证法的核心是一个中国特有的对

历史和时间意义的理解。

四、对时间具有不同理解的四种西方社会科学方法

近年来国内有不少学者倡议把历史带回社会学研究（如冯仕政，
２０１２；菅志翔、马戎，２０１５；渠敬东，２０１６；孙砚菲，２０１４；应星，２０１６；周飞

舟，２０１５），并且对历史研究的意义多有讨论（如成伯清，２０１５；周飞舟，
２０１６）。 需要强调的是，把历史带回社会学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更多地

去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它应该是指我们在研究任何社会现象时必须

考虑时间在其中的意义以及社会时间的性质。 因此在讲解和分析道家

辩证法前，我有必要对当前社会科学对历史和时间的四种常见态度和

相应的方法作个简略讲解。
第一种是对时间不敏感的横向历史比较。 这种做法在社会学、政

治学中最为常见。 采取这一做法的学者往往会找几个发生在不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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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地区的案例进行比较，其目的是寻找造成案例之间某些差异（或
相似）的结构性原因。 他们的问题可以是“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中日

本走向了法西斯，而中国发生了革命”，“为什么英国产生了工业资本

主义但是中国却没有，而直到 １８ 世纪中叶英国与中国江南的经济发展

和生活质量等指标仍然处在同一水平上”，等等。 对于大多数采取这

类研究方法的学者来说，历史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能为我们揭示某些

社会结构和相应的社会机制的作用。 西方社会学这类研究中出现了大

量的名著，但这类研究也因为在方法论上不能克服以下两个问题而饱

受诟病：（１）社会学比较与自然科学的控制实验很不相同。 自然科学

家能做到控制样本之间任何不想看到的差异，因此他们的结论比较可

靠。 但是社会科学的案例之间往往存在着大量作者不愿看到却不能被

控制的差别。 在这种情况下，某位学者提出的用于解释案例之间某些

差异的结构因素和机制不见得就是造成那些差异产生的真正原因。
（２）这类研究往往因为注重结构因素而忽略了行动者的策略、误判以

及重大转折性事件等与时间相关的因素对案例的影响。 阿博特、塞维

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Ｓｅｗｅｌｌ， Ｊｒ． ）和笔者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理解为

对这类忽略了时间的横向比较研究在方法层面上的批评 （Ａｂｂｏｔｔ，
２００１； Ｓｅｗｅｌｌ， １９８５； Ｚｈａｏ，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５）。

第二种是纵向比较。 做这类研究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指出某些历史

上的文化和制度在今天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或者说是为了指出时间

过程中不变的一面。 这类研究在西方的中国研究中非常普遍。 白鲁恂

和裴宜理的大量工作就追随着这个传统（ Ｐｅｒｒｙ， ２００２； Ｐｙｅ，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８； Ｗａｓｓｅｒｓｔｒｏｍ ＆ Ｐｅｒｒｙ， １９９２）。 我的问题是，古代与当代当然在许

多地方会有相似之处，但这些相似到底多少是来自文化的传承，多少是

由于人类处理此类问题的方法和手段本来就不多？ 此外，如果某种相

似的确是来自于文化传承，那我们必须要问：这一文化是怎么传承下来

的？ 毕竟，文化不是基因，文化发展遵从拉马克原理，①或者说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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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拉马克原理的核心就是“用进废退，获得性状遗传”。 这一原则用在解释生物进化时大

错特错，但却是理解人类社会的文化和制度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原理。 生物要存活就必须

在多变的环境中达到自稳定，因此几乎所有的生物学机制都是负反馈机制。 然而人在社

会中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稳定，而且是权力和各种“成功”，而达到成功的模式就会作为

“获得性状”被复制和强化。 这就是说人类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正反馈性，即符合

拉马克原理。



并不具有稳定性（Ｚｈａｏ， ２０１５），文化必须要靠某种权力所维持的制度

才能延续。 因此，对于这类研究来说，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也许是为什

么当代的某些做法与古代十分相似，而某些做法却有了根本的改变？
当然，最为要紧的是在做纵向比较研究时千万不要把鞭挞现代或者留

恋古代作为目的，这往往会把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引向误区。
第三种是进步史观驱动下的研究。 进步史观的类型很多，包括自

由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等等各种类型。 这类研究也会采用各种

方法，包括前面所介绍的两类方法。 这类学者在做研究前都会或直接

或隐蔽地对时间有一个进步主义的道德假设，即认为历史规律会把我

们带入一个美好的未来，而他们研究的目的就是论证某一个关于美好

的理论在经验上的正确性。 在各种进步史观中，影响最大的当然是黑

格尔的历史发展辩证法。 对于时间和时间意义的进步主义的理解在学

术和社会实践层面都有很大的危害。 特别是在实践层面上，进步史观

给了蹂躏弱小国家的西方列强一种道德优越感而不是良心负担，它也

是掩饰各种文化和种族歧视以及对其他群体的不尊重行为的借口。
第四种是多元史观。 多元史观可以说是西方历史学对于进步史观

的一种反动。 它也是目前西方历史学的主流。 多元史观的观点可以用

一句话来概括：历史不存在进步也没有目的，每一个历史都是它自身的

历史。 这一史观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各种进步史观方面产生了十分

积极的意义。 并且这一史观引导历史学家去研究各式各样的历史，为
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知识。 但反过来，随着历史知识的日益丰富，我们对

时间的理解也变得日益破碎，造成了一个只长知识不长智慧，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的年代。 这类研究也很难回答这样的诘难：既然历史没有规

律，我们研究它还有什么意义？ 最后，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理论家小威

廉·塞维尔所说（Ｓｅｗｅｌｌ，２００５：４９），当历史学家“愉快地把结构决定论

扔到一边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改变而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 历史虽然没有什么终极目标，但却还是有许多规

律的。

五、作为本体的道家时间

从时间和时间规律在研究中的意义这一角度来看，以上四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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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可以被称为没有时间的历史研究、固定时间的历史研究、终极时间

的历史研究以及无规律性时间的历史研究。 与以上的时间本体观不

同，道家时间本体的关键在于转化和否定，而不是螺旋式发展的“否定

之否定”。 既然没有螺旋式发展的“否定之否定”，历史也就没有什么

终极目标和意义。 道家时间就像是一幅太极图，它没有终极目标和意

义，但却是有规律的、不断转化的。
中国哲学一般会把世界看作一个由许多相互依存的部件组成的系

统。 这种哲学促使我们全面地看问题，但它同时也阻碍了旨在刻画某

一法则或机制运行方式的片面深刻的西式“科学”在中国的发展。 但

是在大家对西方现代科学都很熟悉的今天，我们可以把道家的时间观

看作一个对社会机制在时间中的作用方式变化规律的高度抽象和智慧

的总结。 道家的时间本体论很容易与社会机制相结合并发展为社会科

学理论，因为它背后是一个涵盖性法则（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ｌａｗ）：任何性质的社

会组织、思想和制度，随着它的日益强大，削弱其力量的社会机制也会

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一涵盖性法则是对大量的能刻画事物转化的社会

机制的一个总结。 以下举三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１）在农业社会中，国家的持续强盛会加快人口增加。 这时，人多

地少现象就会越发严重，国家税收能力和对社会的控制力就会不断减

小。 （２）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的持续强盛会引发人口老龄化、社会

福利比重加大和民众的吃苦耐劳精神下降。 （３）对于一个公司来说，
商业的成功往往会提高公司职员的讨价还价能力，从而提高商业成本；
商业的成功也往往会使得公司成功阶段的组织和经营模式固定化，从
而对以后的变化形成困难；商业的成功也会刺激其他公司进行模仿，并
研究超越手段。 以上的例子和大量其他类似性质的社会机制都会把一

个公司从成功逐渐引向困境。
在笔者的著作中，读者会看到大量的运用道家辩证法的机制性分

析。 以下仅是两个例子。 在分析楚国在春秋时代十分强大而在战国时

代始终积弱的原因时，笔者曾指出（Ｚｈａｏ，２０１５：２３５ － ２３７）：楚国的官

僚体制在春秋时代要比晋国完善，国家权力较为集中在国王手里。 这

一体制不但保证了楚国在春秋时持续强大，并且还使楚国免于发生在

北方诸侯国中的诸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和“三桓专政”这样的

贵族削弱国家权力的“封建危机”。 但是，正是封建危机摧毁了晋国，
给了“分晋”后兴起的魏、韩、赵发起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改革的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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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和动力，从而建立了更为强大的以赢得战争为导向的官僚制国家。
楚国则因为未发生封建危机，保留了古老的政治体制，相比法家改革后

的其他国家，楚国的贵族权力大得多，因此在战国时期长期积弱。
在分析社会科学范式交替变化的原因时，笔者指出：“社会科学范

式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些客观事实，而且是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的看

问题的方法，并且每一看法都是误区和事实的混合，非常复杂。 因此，
一旦一种观念在社会上或者在学术圈盛行时，它都会引发两个导致事

物走向反面的机制。 （１）在社会上，一种观念一旦在社会上取得优势，
无论是真诚信徒还是机会主义分子都会不遗余力地把这一观念在思想

和实践层面做大。 其结果就是不断显露和放大这一观念的误区，所带

来的负面（甚至是灾害性的）后果反倒‘证明’了其他观念的‘正确’。
（２）在学术圈内，某一观念一旦占领了学术市场，无论是它的真诚信徒

还是跟风者也都会不遗余力地把围绕着这一观念的研究做到极致。 学

术与经验事实的关系越来越不契合，从而为其他观念和理论的兴起铺

平了道路。 最为可悲的，但是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场合就是主流社会

观念和主流学术观念的合流，学术在这时就会降为权力的附庸和帮凶。
在历史上，这种场合带来的总是灾难———古今中外，无不如此。 但是，
由于以上的两个机制的约束，人类几乎不可能从中真正吸取教训”（赵
鼎新，２０１５：１６）。

西方自古以来就缺乏像中国古代一样强大的史学传统。 古希腊出

过几个我们今天可以称之为“历史学家”的人物，但是他们的地位远不

能与同时期的希腊哲学家相比。 除了黑格尔的历史发展辩证法外，西
方哲学中很少有专门关于时间的哲学。 黑格尔读过当时翻译成西文的

《道德经》，他的时间观也很可能受到了道家哲学的影响。 但是，对黑

格尔影响更大的显然是基督教的目的论时间观。 黑格尔的“发展的螺

旋形式”既体现了欧洲人在面对其他文明时越来越大的自信（因为他

确信欧洲的蓝色文明在人类走向更美好明天的道路上处于大大领先的

地位），也体现了基督教时间观对近代西方哲学深刻的影响。 黑格尔

的历史发展辩证法可以说是消解了东方智慧的辩证时间哲学，但黑格

尔却是近代西方少有的能提出系统性的时间哲学的哲学家。
西方哲学缺乏时间智慧的这一面深深影响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各种

范式体系。 当前主宰世界社会科学的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在很长时间内

就没有什么时间观。 就是在西方世界专门针对历史议题的研究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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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笔者先前总结的四种对时间的态度一样，要么是没有时间，要么是凝

固的时间，要么是有终极目标的时间，要么是毫无规律的历史。 这些时

间观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只有聪明，缺乏智慧。
近代以来，西方的时间观已经深入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各种线性

进步史观长期以来一直主宰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以至于有人在经济落

后时就鞭挞中国文化，而在经济发展仅仅取得了初步成功之时就开始

骄矜自夸。 反观道家的时间本体，除了学术意义外还有更多的智慧意

义。 它可以帮助我们以更加平和的、非零和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世界，保
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六、总　 结

本文提出了笔者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范式的一些思

考。 笔者首先讨论了在当前世界占据主导的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在美国

的兴起和发展过程，并分析了这一范式体系的优缺点。 通过这一讨论，
笔者还试图指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范式的关键首先在于本体创

新，其次在于打通哲学层面的本体论论述和经验层面的机制性叙事，将
哲学意义上的社会理论转变为能帮助我们解释各种差异性经验现象的

社会科学理论。 笔者随后从方法论出发提出了一个高质量的社会科学

范式体系所应该具有的四个要素，以及笔者尝试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科学范式的本体承诺和中国元素。
笔者认为，一个致力于解释差异性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范式在方

法论上必须遵从四个条件：（１）这个范式体系的本体系统中的每一个

命题都相当于一个理想形态，彼此之间相互独立。 这些命题虽然不能

被证明，但是它们每一个都应该尽量接近经验意义上的不证自明性。
（２）在一个特定的问题域中，这个范式体系的本体命题系统应该具有

完备性，或者说任何其他有关的命题都是某一组最为基本的本体性命

题的推论或者组合。 （３）这个范式体系的本体系统还需要具有包容

性，或者说有能力把其他本体系统吸收为该总体性范式的一部分。
（４）这个范式体系的每一个本体性论述都必须与社会机制建立直接联

系。 只有在这四个条件已经满足的条件下，我们才能考虑在范式体系

中加入具有中国特色的本体论述，从而发展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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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社会科学范式体系。
文章的最后部分讨论了笔者所创建的用于解释社会变迁的一个相

当于社会科学范式的理论。 这一理论建立在迈克尔·曼的社会变迁理

论之上。 曼的理论的基本本体命题已经具有较高的公理性、完备性和

包容性，笔者进而对曼的理论作了以下四点改造：（１）把曼的政治权

力、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军事权力看作是人类展开竞争的四个理

想面向。 （２）通过推理得出各种竞争所激发的社会机制。 （３）把道家

辩证法作为一个时间本体引入理论，并指出道家的时间本体背后是一

个涵盖了大量的刻画事物性质转化的社会机制的法则：任何性质的社

会组织、思想和制度，随着它日趋强大，削弱其力量的社会机制也会变

得越来越重要。 （４）为了保证所找到的那个在一定时空下四个社会权

力的特殊耦合方式在经验上比较可靠，笔者在经验研究中问了一大堆

“为什么”，并试图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来解答这些问题。 这一方法的背

后是一个源于古希腊哲学的认识论：一个理论的合理性取决于它能解

释或者解读的经验现象的广度。 这一古希腊认识论也是我的理论的一

个重要的本体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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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ｒｎｅｓ ＆ Ｎｏｂｌｅ， Ｉｎｃ．
Ｂｕｌｌ， Ｈｅｄｌｅｙ １９７７， Ｔｈｅ Ａｎ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Ｂｕｌｌ， Ｈｅｄｌｅｙ，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Ｋｉｎｇｓｂｕｒｙ ＆ Ａｄａｍ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ｅｄｓ． ） １９９０， Ｈｕｇｏ Ｇｒｏｔｉｕ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ｌｅｍａｎ， Ｊａｍｅｓ． Ｓ． １９９０，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Ｅｌｓｔｅｒ， Ｊｏｎ １９８９， Ｎｕｔｓ ａｎｄ Ｂｏｌ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１９９８， “ Ａ Ｐｌｅａ ｆｏ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 Ｉｎ Ｐｅｔｅｒ Ｈｅｄｓｔｒｏｍ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ｗｅｄｂｅｒｇ （ ｅｄｓ． ），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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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ｎｋｅ， Ｒｏｇｅｒ ＆ Ｒｏｄｎｅｙ Ｓｔａｒｋ ２００５， Ｔｈｅ Ｃｈｕｒ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７７６ － ２００５： Ｗｉｎ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ｏｓｅｒｓ
ｉｎ Ｏｕ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 Ｒｕｔｇｅｒ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Ｇａｒｆｉｎｋｅｌ， Ｈａｒｏｌｄ １９６７，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ｔｈｎｏ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Ｇｌｏｃｋ，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９６４，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Ｇｒｏｕｐｓ． ”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ｅｅ ＆ Ｍａｒｔｉｎ Ｍａｒｔｙ（ｅｄｓ．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Ｇｏｒｓｋｉ， Ｐｈｉｌｉｐ Ｓ． ２０１３， “Ｗｈａｔ ｉ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Ｗｈ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Ｃａｒ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４２ （５） ．

Ｇｏｕｌｄｎｅｒ， Ａｌｖｉｎ Ｗ． １９７５， “ Ｔｈｅ Ｄａｒｋ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Ｎｅｗ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４６ （１）．

Ｈｅｄｓｔｒｏｍ， Ｐｅｔｅｒ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ｗｅｄｂｅｒｇ １９９８，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Ｋｅｌｌｅｙ， Ｄｅａｎ Ｍ． １９７２， Ｗｈ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Ｃｈｕｒｃｈｅｓ Ａｒ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ｐｅｒ ＆ Ｒｏｗ．

Ｌｏｆｌａｎｄ， Ｊｏｈｎ ＆ Ｒｏｄｎｅｙ Ｓｔａｒｋ １９６５， “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 Ｗｏｒｌｄ⁃Ｓａｖｅｒ：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ｏ ａ
Ｄｅｖｉａ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０ （６）．

ＭｃＡｄａｍ， Ｄｏｕｇ， Ｓｉｄｎｅｙ Ｔａｒｒｏｗ ＆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 ２００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ｎ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１９８６，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ｖｏｌ． １：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
Ａ． Ｄ． １７６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１９９３，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ｖｏｌ． ２：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ｓ， １７６０ －
１９１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ｅｒｔｏ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ｉｎｇ １９６７， Ｏ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Ｍｏｏｒｅ，Ｂ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１９６６，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ＯＣｏｎｎｏｒ， Ｊａｍｅｓ １９７３， Ｔｈｅ Ｆｉｓｃ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Ｐａｉｇｅ，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Ｍ． １９７５，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Ｐａｒｋ， Ｒｏｂｅｒｔ Ｅ． １９２８， “Ｈｕｍ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Ｍａ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３ （６）．
Ｐａｒｋ， Ｒｏｂｅｒｔ Ｅ． ， Ｅｒｎｅｓｔ Ｗ． Ｂｕｒｇｅｓｓ ＆ Ｒ． Ｄ．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 （ ｅｄｓ． ） １９２５，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Ｐｅｒｒｙ，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Ｊ． ２００２， “ Ｍ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７（２）．
Ｐｙｅ， Ｌｕｃｉａｎ １９８１，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Ｏｅｌｇｅｓｃｈｌａｇｅｒ， Ｇｕｎｎ ＆

Ｈａｉｎ．
——— １９８８， Ｔｈｅ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ｄｒ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Ｌｏｕｉｓ １９７１，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６ （４） ．
Ｓｅｗｅｌｌ，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 Ｊｒ． １９８５， “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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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ｅ．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５７．
——— ２００５， Ｌｏｇｉｃ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Ｓｍｉｌｄｅ， Ｄａｖｉｄ ２００５， “ Ａ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ｏ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ｎ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ｌｉｓｍ： Ｈｏｗ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１１ （３） ．
Ｓｎｏｗ， Ｄａｖｉｄ Ａ． ， Ｌｏｕｉｓ Ａ． Ｚｕｒｃｈｅｒ ＆ Ｓｈｅｌｄｏｎ Ｅｋｌａｎｄ⁃Ｏｌｓｏｎ １９８０，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５ （５） ．

Ｓｔａｒｋ， Ｒｏｄｎｅｙ ＆ Ｒｏｇｅｒ Ｆｉｎｋｅ ２０００， Ａｃｔｓ ｏｆ Ｆａｉｔｈ：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ｉｄｅ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Ｇｅｏｒｇｅ １９９８，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４０ （１）．

Ｓｔｉｎｃｈｏｍｂｅ， Ａｒｔｈｕｒ Ｌ． １９９１， “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ｒｕｉｔｆｕｌ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１．

Ｓｕｎ， Ｙａｎｆｅｉ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ｉｓｍ ｉｎ Ｐｏｓｔ⁃Ｍａｏ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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